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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间铃响马帮来”再现了我国西南地区商贸历史图景，驮满各种
物资的马帮商队，行走于西南地区的崇山峻岭中。虽然马帮已销声匿
迹，但赶马人特有的吆喝声也被不同民族中的各类形式的民歌融入其
中，马帮坚韧的精神依然在民间传承。

多层传承链条的建构。此次展演中，原生文化传承者有着良好的
梯队化与多样化呈现，演员基本是从20岁至60岁的民间艺人，其中以
35岁至55岁这一中坚力量人数居多。从这种现象中可以看出我国原
生音乐文化在民间传承方面出现的一些新现象：

第一，政策支持与引导。笔者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深入民间调查
中常常看到的现象是年龄较大的民间艺人承载着本民族音乐文化，在
很多原生音乐文化演出的舞台上多是六十岁左右、甚至是七八十岁的
民间艺人，专家学者们对民间音乐传承后继乏人现状而感到担忧，并
在各种不同场合发出呼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从1950年代就开始进
行收集、整理、研究、保护等工作，国家非遗保护工作于2006年启动实
施，这些机构不断加强民间文化的科研、展演、展览、培训、评审、推介
等工作。在这台展演中，我们看到了国家层面支持对民间音乐文化传
承的影响。

第二，民间传承有序。传统民间音乐传承包括：家族传承、师徒传
承、民俗活动传承等。本次展演中的演员大多数为当地不同级别的非
遗传承人，而且大多数传承人依然通过家族传承链条进行学习且保持
着活态传承的状态，如云南玉溪市的陈志有、李翠芬，他们是典型的传
统传承中通过家族传承进行学艺的代表。而民间师徒传承也是原生文
化保存的主要途径，云南大理来的鲁丽华就是跟随当地颇负盛名的民
间艺人学习彝族山歌小调、打歌调，熟悉了彝族各路打歌步伐。云南彝
族的李怀秀、李怀福姐弟俩是近20年活跃在中国原生文化舞台上的明
星级民间艺人，他们不仅自己不断学艺与进步，同时还在家乡办起了
非遗文化传习所，对当地音乐文化的师徒传承做出贡献。

第三，高校力量有效参与。广西代表队的蒋成，就是来自广西艺术
学院的学生。他在学校期间接触了大量不同民族的本土艺术，系里会
请一些民间艺人进课堂，同时还要定期跟随学院下乡采风，练就了即
兴编词的演唱能力。他不仅会演唱壮族、瑶族民歌，还拜当地老一辈瑶
族歌王黄月霜老人为师。目前，我国高校作为民间文化新的重要传承
平台与传承方式，在近些年来取得了不俗成绩，这种传承方式也体现
出我国教育、文化等主管部门实施的非遗进校园举措在高校教学中取
得的实绩。

文化多样态的交融。展演中体现出茶马古道及各商道多民族民歌的原生性，但在各地
理区域中还存在不同的表现形式。通过对不同商道网络中多民族音乐的梳理，我们看到多
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交流对形成其地域风格起到的重要作用。

第一，以“马帮”为主的茶马古道多民族间音乐“共生性”文化特征。云南是一个多民族
聚居的省份，各民族也形成了形态各异的音乐文化。但是以茶马古道为标志性交通网络的
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均以“赶马调”作为代表性的茶马古道音乐。“赶马调”是马帮在赶马路
上所思、所想、所念、所感的一场物质与精神的交融。丽江自古以来都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
驿站，赶马人回到家乡，亲人们都要赶来倾听马帮讲述在途中遇到的各种神奇的故事，大
家载歌载舞欢聚一堂。马帮出发，亲人们都要为其壮行，为赶马人送上最真挚的祈祷与祝
福。流传于纳西族的《古咾高又吙》所表现的正是亲人们载歌载舞送别马帮的情形，歌词中
间出现了“赶马、赶路、赶幸福”的词句，成为纳西赶马调的特色表达形式。而永德汉族的赶
马调《赶马阿哥要出门》则表达了新婚赶马夫妻在送别中的依依不舍、情意绵绵。“赶马调”
在不同民族间有着共性情感的表达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另外，茶马古道上的一些
民族还将赶马人在赶马时的吆喝声融入民歌中间，使民歌增添了生活情趣与古道特征。茶
马古道多民族民歌中体现出的“共生性”是不同民族间美美与共的展示。

第二，以“采茶”为主的海上丝绸之路多民族间音乐“多元性”文化特征。这一组民歌体
现出高山采茶与海洋渔业文化的特征性。东南沿海区域“采茶家族”民歌丰富多彩，其中包
括了茶歌、采茶歌舞、采茶戏。其内容表现了茶农生产劳动和卖茶的全过程，同时还增加男
女相互爱慕的情感内容。福建厦门的《采茶歌》使用旧曲填新词的方式，结合传统茶歌的部
分内容，添加了新的生活内容，即歌唱在党的政策指引下，山区村民们幸福甜美的生活。广
东疍家人常年生活在水上，以渔业为主要生产方式，产生了诸多渔歌。疍家人待客过程中
敬茶仪式是必不可少的，疍家歌手演唱的民歌以咸茶为载体，通过渔歌的旋律，展示了疍
家人的渔歌文化特征和疍家人热情好客的品质。而《挑绣歌》更是将汕尾渔家妇女的日常
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生动有趣，其旋律的起伏柔美如荡漾的海水，进行中的级进与跳进
相结合，既能感受海浪亦能听到活泼的性格，这是典型的瓯船渔歌的形态特征。不同民族
居住环境不同，山上与水边不同地理空间中的情歌，有着各自的风格特征，共性中存在着
个性差异。东南地理区域的多民族民歌中的“多样性”表达的正是我国不同民族间各美其
美的音乐特征。

第三，以“廊道”为主的陆地丝路多民族间音乐“流动性”文化特征。河西走廊主要位于
甘肃省境内，而在同一西北地理区域的宁夏、陕西北部等地，随着走廊贸易的往来，各民族
间的音乐文化在共性基础上还显示出流动性特征。“花儿”这一山歌形式，在西北地区甘
肃、青海、宁夏、新疆等随着人群的迁移而流动，在西北有9个民族演唱花儿，但各具风格。
宁夏《花儿漫塞上》中将三首花儿连缀演唱，其旋律高亢，曲调丰富，歌词淳朴。而甘肃陇南
民歌《竹竹马》使用到民间秧歌中的社火舞蹈竹马灯——人们使用竹篾扎成一种道具，前
有马头形象，中间空洞为姑娘们用带子系在肩上假作骑马，后面有丑角跟着赶马，边舞边
唱，曲调悠扬，舞姿优美，奔跑和漫步交替，青红白黑黄五色马，对应着东南西北中五方五
帝，预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是农耕生活的代表性舞蹈，这样的社火表演在西北很多地区
流传。在陕北、宁夏及甘肃的东部、山西西部及内蒙古西南地区流行的山歌中，还不断出现
新的创作作品，并且经过几代人的演唱成为经典。陕北演员带来的经典民歌《圪梁梁》《高
楼万丈平地起》就属于专业人员创作后，在民间不断的传唱中慢慢成为富有黄土高原特色
民歌中的经典，晋陕民歌互唱在民间习以为常。从民族间音乐文化的“流动性”演唱中我们
不难看出，民族间音乐文化认同与互鉴的美人之美的音乐特征。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教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
会“民间歌谣”专家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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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文明作为重要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现象，
其本质上是一种流动空间，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的重
要载体和呈现方式。

近年来，随着对茶马古道这一人群流动和民间
往来之历史见证的再挖掘，更加从空间与时间两方
面展现其时空联结，即在形态上表现出历时性的变
迁过程。另外，道路交通技术的发展所导致的“时
空压缩”，从而表述人类群体间在时间和空间关系
上的重新构造，使地方和空间的意义及相互关系发
生变化，成为时代变迁的巨大驱动力。“路文化”中
的音乐在通道上的流散传播，从移动到流动，往来
迁徙的实践者在特定时空行为和社会过程中，延伸
其特殊的史地空间、政治经济以及音乐文化等独特
而多样的人文脉络景观，形成多种“流”的深层含义
和族群关系，带来的是路学视域下“人-声音-空
间-意义”的综合实体。2022年9月5日晚，在云南
沧源佤族自治县呈现的“山间铃响马帮来——茶马
古道民歌展演”，立足茶马古道上诸民族立体化多
元音乐文化。若以走廊学、边疆学、流域学等多重
眼光加以审视，不难发现整场晚会集中体现了如下
三大特色。

一、从“边地”到“茶马古道”：诸民族流动空间
的多元史地文化整合。茶马古道分布广泛，主线以

川藏、滇藏和青藏为主，支线附线多，主要是我国西
南地区以茶叶和马匹为主要交易内容、以马帮为运
输工具的商业贸易通道，同时，辐射云南、广东、广
西、福建等边疆，沿边优势突出，是对接国家“一带
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是连接南亚、西亚和东南亚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本次展演的四大板块，
既彰显了云南边地的各跨界民族如彝族、纳西族、
佤族等民歌的边疆文化，也有广东汕尾渔歌所蕴含
的海洋文化、广西壮族民歌中的江河文化，以及陕
甘宁的高原音乐文化等等，展演中所演唱的茶马古
道沿线不同民族的民歌，实为历史上民族迁徙流动
的大文化区域在当下的重塑和再构。如广东汕尾地
区民系沿海线迁徙，其代表歌种汕尾渔歌从唱词内
容、语言与音调都与海洋自然环境紧密关联，颇具
鲜明而独特的海洋音乐文化特点，其源头可以追溯
到宋、元时期的疍家。汕尾渔歌节奏和缓、音腔柔
和，唱词内容大都来源于生活劳作，反映了渔民生
产生活方式和思想情感，是疍家文化的代表。这种
从历史、地理与音乐的互补角度、特别是将其纳入
民族迁徙流动的文化通道内加以统合审视，有助于
捕捉跨越时空的实践意义和文化解释。

二、从“民族特色”到“音声景观”：茶马古道上
诸民族“多元一体”的整体性展示。茶马古道既是商
业贸易通道，也是民族迁徙、交流的文化通道。茶马

古道民歌展演，体现的正是中华民族和
谐团结的“多元一体”格局。茶马古道民

歌展演带来了流动的音声景观，塑
造了有意义的空间和文化叙事，有

其重要的历史和地理等
多重要义。整场表
演都是“意义的创
作诠释”，而不是

单纯建立在某一民族表述的基础上。各族民歌歌手
均身着鲜艳的民族服饰，配以各种地域景观复合而
成的民族文化生态之大型音像背景，将人、声、景、
韵多元因素融为一体，构成音乐主体的多样性，以
及地方性、区域化特色，富有鲜明的民族文化身份
象征，亦唤起音乐主体与空间的勾连。如第三单元
的表演，从广西瑶族《砍柴歌》进山砍柴的山歌、壮
族南盘江调表达的男女以歌传情的互诉衷肠、到汕
尾咸水歌中展现的渔民热情好客的品质、刺绣歌中
咏唱的富有诗意的渔家生活情景、乃至福建的采茶
歌，展现出多个不同地方生活场景，但将其纳入统
一的茶马古道海洋文化中，构建了茶马古道海洋文
化背景下的地方生活与关联。这是当下路文化中各
民族在不同空间下交流对话的整体表述方式和意
义所在。

三、从“品种”到“歌腔”：茶马古道上民歌艺术
的多姿风采。在茶马古道民歌展演中，各民族展示
的歌种繁多，音腔丰富。来自茶马古道沿线的云南
赶马调、放羊调、玉溪五山腔、彝族海菜腔、拉祜族
的古根调、广西瑶族情歌、壮族情歌、广东疍歌、福
建莲花褒歌，还有西北高原地区的宁夏花儿、陕北
信天游等多样品种争奇斗艳，各民族具有代表性的
民歌传承人和表演小组演唱全部采用清唱或民族
乐器现场伴奏，有独唱、对唱、组唱、小合唱等多样
形式，音乐从单声部到多声部，内容上充分体现了

“新时代 新生活 新丝路 新征程”主题，构成茶马
古道新时期多样异态的民歌共同体，具有历史性、
地理性、区域性和主体性的跨时空建构意义。

今天重新审视茶马古道上各民族音乐的价值
和地位，仍需从“路学”大视野，究其民族历史、文化
通道、音乐表征、文化再现等多方视域的整合性。透
过音乐的微观在场，秉承原生文化理念，挖掘多样
的音乐表述样态，不断发现新资源和新景象，搭起
古道文明的统合平台，为重塑西南大通道乃至到海
上丝绸之路音乐文化贡献力量。

（作者系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中国民间文学大
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民间歌谣”专家
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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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间铃响马帮来——茶马古道民歌展演”（以
下简称展演）展示了我国西北、中南和西南多个地
区与民族异彩纷呈的民歌文化。

在这里，我们听到了茶马古道北段西北地区汉
族与回族的著名歌种“花儿”“信天游”，以及陕南社
火乐舞中的民歌《竹竹马》。数千年之前，原本在这
里过着游牧生活的牧羊人们，由于各种环境原因赶
着羊群和马匹，沿着横断山脉和南北并流的江河，
在一路的走走停停之间与各地土著居民不断接触
与融合，逐渐发展为西南地区操藏缅语的十多个民
族。也许就是出于历史的原因，在这些民族的民歌
中常常可以见到“赶马”与“放羊”的题材。

陕南汉族民歌《竹竹马》是一个较为特殊的例
子。这首民歌的曲调，实为明清时调《鲜花调》（《茉
莉花》）的变形，通常在节日社火中表演“竹马子”时
所唱。“竹马子”即中国南北方社火乐舞中常见的

“跑竹马”，而属于“鲜花调”家族的陇南民歌《竹竹
马》的曲调，则显然是从中国东部地区传播而来，其
风格与四川北部的“南坪小调”亦有近似之处。这一
现象说明，茶马古道上的民歌文化并非一个封闭的
系统，而是一直在与区域外民歌文化产生着持续的
交流互融。

在这次展演中，各民族和地域的民歌皆充分张扬
了自己的风格之美，体现出自身无可替代的魅力，但
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曲目，是在晚会即将结束时，由全
体民歌手和观众一起载歌载舞的佤族民歌《加林赛》。

我们知道，民歌与艺术歌曲、商业化流行歌曲
的一大区别，即在于其共创、共有和共享性质。民歌
既然作为全民共创、共有和共享之物，其歌唱行为
中也就没有多少“观演分离”的观念，民众往往集

“歌者”与“听/观者”角色于一身，可以自主地加入
或退出歌唱（或歌舞）行为，从而凸显出民歌文化乃

“天下之公器”的民主与公益性质。《加林赛》的表演
充分验证了这一理论认识的正确性。

《加林赛》是沧源地区的佤族村寨在春节或其
他节庆期间，按照习俗组织寨民集体参与的一种传
统乐舞，属于佤族的诸种春节乐舞（佤语称“考窝”，
又叫“打歌”“打跳”“跳歌”）的一部分。佤语“加林
赛”的意思是“大家手牵手排起队来唱歌跳舞”。《加
林赛》的传统演唱者主要是佤族妇女，她们围着熊
熊燃烧的篝火，用“一领众和，载歌载舞”的“踏歌”
形式，兴高采烈、周而复始地演唱，歌声、舞步与篝
火的摇曳光影，烘托出极富感染力的现场气氛。

由云南大理剑川县白族歌手演唱的《东山放羊

调》，让我们隐约触摸到白族、彝族和古羌人之间文
化血脉的联系。

有人猜测，流传在大理剑川、鹤庆交界山区，由白
族和彝族“黑话人”共同拥有的民歌《东山调》，可能是
彝族“黑话人”民歌的白族化产物。笔者认为，“黑话文
化”有可能是古羌族群在古代南迁过程中，与其他族
群相遇之后发生了文化演变，而形成的一种新质文
化。从民俗文化角度来看，“黑话文化”中至今保留着
大量古羌文化基因，这可以从其存留至今的古老民俗
事项，尤其是众多自然宗教性质的祭祀文化事项中，
得以窥见一斑。从“黑话人”现存的民歌事象中，我们
或可以寻觅到古代氐羌人音乐的某些遗留。

构成“黑话人”祭祀仪轨的众多符号中，“羊”始
终是一个最为显赫的核心符号（表象），象征着需要
顶礼膜拜的“畜神”——这也透露出“黑话人”及其
文化的来源，与作为“西方牧羊人”的古羌人文化之
间，或有着较为明显的历史承继关系。

《东山放羊调》曲调的音乐风格与坝区迥异，其
最显著的形态特征，是依歌词结构或词语声调的不
同，曲调可作无限变化重复，即以衬词“啊嘞嘞”及
其各种变体（如“而子拉啊嘞嘞”等）起腔，每乐句均
高起低落，在十度音域内环绕下行，用一个变化重
复的乐句唱出全部歌词。显然，这种具有“原始”性
质的简单音乐结构，与常见的由至少两个以上乐句
构成的歌曲旋律结构都不一样，因而有可能是古氐
羌民歌中“一句歌”类型的遗留。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白族人还是黑话人唱
《东山调》，其歌词都一律用白语演唱。由此，笔者联
想到了文化学理论中使用的“濡化”一词。濡化概念
的定义是：“在不同的文化群体因持久地相互集中
的接触过程中，不同文化群体间相互适应、借用，使
一方或双方原有的文化模式发生文化变迁或部分
渗透。它是文化间横向影响的过程。”简单地理解，

“濡化”不是单向取代的“涵化”，而是不同文化在彼
此接触和互渗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
质文化的过程和结果。体现在《东山调》的应用，就
是白族人把“黑话人”的民歌借为己用，但把原来的
歌词语言变成了白语；体现在曲词关系方面，就是

白族人用“黑话人”的曲调，“黑话人”用白族人的语
言，来演绎同样一首民歌，这就是文化之“濡化”现
象的体现。

由宁夏民歌手演唱的《上去高山望平川》，是西
北民歌歌种“花儿”中，知名度最高的一首曲目。这
首民歌的曲调音区高亢，节奏悠长。歌词中的“牡
丹”，是指歌唱者心爱的姑娘。

“花儿”是我国西北地区多民族共有的一个著
名民歌歌种，在这种民歌中，“牡丹”一词是最常见
的表象之一。人们或以之比喻心爱的情人，或比喻
理想的生活或婚姻。如：

白牡丹长的者山里了，红牡丹长成个树了；/尕
妹妹刻给者心里了，我喝油者不长肉了。//上山的老
虎下山来，清泉里吃一趟水来；/我好比蜜蜂采花来，
你好比牡丹者绽开。//牡丹的叶叶羊吃了，光杆杆开
什么花哩。/心肺肝花你拔了，空腔子活什么人哩。

“牡丹”一词不仅常出现在“花儿”民歌的歌词
中，而且还被用作这类民歌的曲调类名（即“某某
令”），如《白牡丹令》《红牡丹令》《二牡丹令》等。在河
州的回族人看来，“牡丹”意象就是一种“真主的隐
喻”的物化符号。所以，“花儿”类民歌中之所以常见

“牡丹”意象，实质为西北多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
中，以牡丹为喻体的“神秘力量崇拜”观念的体现。

此外，牡丹崇拜还可能与河湟地区古老的生殖
崇拜观念有关。河湟先民意识到花对于植物的繁殖
至关重要，便将花与女性联系起来，借以满足人们
多子多孙、人丁兴旺的美好愿望。

从对西北“花儿”民歌中“牡丹”意象及其内涵
的简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民歌之所以被视
为“文化”事象，而不仅仅是“艺术”事象，是由于其
丰富的“语义”（所指/内涵）并不是浮漾在声音和语
言的表层，而是深隐在音乐和语言的表象（或曰符
号）的背后，犹如一位初看起来质朴无华的村姑，但
终究会在不经意间让人蓦然惊艳，继而顿然颖悟到
世间之物并非看起来那么简单。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
作委员会“民间歌谣”专家组成员）

2022年9月5日，“山间铃响马帮来——茶马古道民歌展演”活动在云南省临沧市沧
源佤族自治县举行，同时在央视频向全国进行直播。这是为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工程“十四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社会宣传推广活动而举办的展
演。来自7个省区的68位演员，展演了三大地理区域的22个节目，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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